
天下同文：乾隆朝新译
满汉合璧《五经》的学术史意义

吴　 洋

　 　 摘　 要： 乾隆朝新译满汉合璧《五经》所依据的汉文底本大致以宋代学者经注本为主，力求简明扼要。
这与乾隆御纂汉文《五经》在其先祖以“宋学”为主的基础上转而回归“汉学”的取径颇异其趣，显示出乾隆

针对满汉两个群体不同的学术导向。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这种不同导向实际上都统一于乾隆的所谓“同文

之治”。 其“同文”的内核在于用儒家义理统一思想，而翻译则成为乾隆解经的一种手段，通过用满语翻译

汉语和用今语疏解古经，乾隆达到政统、道统、学统的合一。 其所强调的“同文”，主张回归儒家经典、发掘

经文义理，这无疑是继宋代以后再一次经学回归本体的学术建构，也促进了乾嘉考据学风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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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学术以经学研究为其主体内容，晚清学者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将中国的经学研究历

程归纳为“开辟”“流传”“昌明”“极盛”“中衰”“分立”“统一”“变古”“积衰”“复盛”十个阶段。① 其

中，“极盛”对应着西汉元、成以后至东汉这一时期，而“复盛”则在于清朝。 皮锡瑞说“经学自两汉后，
越千余年，至国朝而复盛。 两汉经学所以盛者，由其上能尊崇经学、稽古右文故也。 国朝稽古右文，超
轶前代”。② 从康熙帝开始，清朝皇帝开始御纂群经疏义。 康熙五十四年（１７１５），御纂《周易折中》；
康熙六十年，钦定《书经传说汇纂》《诗经传说汇纂》；康熙三十八年，钦定《春秋传说汇纂》。 到乾隆

时期，乾隆帝再次对群经典籍进行梳理，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御纂《周易述义》 《诗义折中》；乾隆十三

年，钦定《三礼义疏》；乾隆二十三年，御纂《春秋直解》；③此外，乾隆四年，乾隆帝下令校勘《十三经注

疏》颁布学宫；④乾隆三十七年，《四库全书》开馆；乾隆六十年，《四库全书总目》最终定稿刊印。⑤ 故

而，皮锡瑞说：“今鸿篇钜制，照耀寰区；颁行学官，开示蒙昧；发周孔之蕴，持汉宋之平。 承晚明经学

极衰之后，推崇实学，以矫空疏，宜乎汉学重兴，唐宋莫逮。”⑥

从康熙到乾隆，由最高统治者所提倡的各种“尊崇经学、稽古右文”举措，极大促进了清朝学术的

发展，导致清朝中期以“乾嘉考据学”为代表的清代学术开始走向顶峰。
对于以“乾嘉考据学”为代表的清代中期学术的特点，前人多有论述。 皮锡瑞说：“乾隆以后，许、

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尟，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⑦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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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将清代中期的乾嘉考据学称为“正统派”，他说：正统派“自固壁垒，将宋学置之不议不论之列”
“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其治学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其研究范围，以经

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等；而引证取材，多极于

两汉，故亦有‘汉学’之目”。① 漆永祥先生则总结乾嘉考据学的特点为：“在考据学诸学科中，以小学

为先导与枢纽，小学之中又绝重音韵学；四部书中经史子集兼治但又以经史为主；考据与义理兼治但

又偏重考据；词章之学与释道之学被排斥在学术以外。”②

这些特点，在乾隆晚年定稿刊行的《四库全书总目》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四库全书总目》卷
首“凡例”第十二则云：

故说经主于明义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训诂，则义理何自而推？ 论史主于示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

本末，则褒贬何据而定……今所录者，率以考证精核，辨论明确为主，庶几可谢彼虚谈，敦兹实学。③

显然，黜虚敦实、推崇考证成为《四库全书》编纂和《四库提要》评判古今著作优劣的主要标准。
这些原则，在《四库提要》中反复被提及并予强调，比如《诗类小序》即云：

《诗》有四家，毛氏独传。 唐以前无异论，宋以后则众说争矣。 然攻汉学者，意不尽在于经

义，务胜汉儒而已。 伸汉学者，意亦不尽在于经义，愤宋儒之诋汉儒而已。 各挟一不相下之心，而
又济以不平之气，激而过当，亦其势然欤……今参稽众说，务协其平……论有可采，并录存之，以
消融数百年之门户。 至于鸟兽草木之名、训诂声音之学，皆事须考证，非可空谈。 今所采辑，则尊

汉学者居多焉。④

四库馆臣在这里对当时的“汉宋之争”做出了评论。 他们认为汉学与宋学的相互攻击多是意气

之争，是不足为取的，他们主张“参稽众说，务协其平”，“论有可采，并录存之，以消融数百年之门户”。
在学术倾向上，四库馆臣标榜的是“汉宋兼采”，但是他们同时又表示“至于鸟兽草木之名、训诂声音

之学，皆事须考证，非可空谈。 今所采辑，则尊汉学者居多焉”，这无疑是落实了卷首凡例的原则———推

崇考证。 从这一点上来说，有考古之功的“汉学”著作，相比于某些“空谈义理”的“宋学”著作，更显出实

证之价值，因此也就得到了更多的尊重。 所谓的“消融门户”，展现出来的反而是对“汉学”的推崇。

一、从康熙朝到乾隆朝御纂群经疏义的学术转向

如果对比从康熙到乾隆两朝御纂的群经疏义，更可以看出乾隆时期“崇汉抑宋”的学术转向。
康熙御纂《周易折中》，其次序全依内府摹雕之宋本朱熹《周易本义》，⑤然后“冠以程《传》”，⑥再列

“集说”收集众人解释。 乾隆御纂《周易述义》则直接串讲卦爻辞和“十翼”，不再将朱熹和程颐的注释单

独列出，四库馆臣说“诸臣仰承指授，于宋《易》汉《易》酌取其平，探羲文之奥蕴，以决王郑之是非，千古

《易》学，可自此更无异议矣”。⑦ 此虽为谀辞，但是亦显露出乾隆希望摆脱程朱、融贯汉宋的企图。
康熙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以《集传》为纲”，⑧之后汇集众人解说。 书前列朱熹《诗集传序》，且

依朱熹《诗集传》例每首诗前不列《小序》，将《小序》分为两卷附录于全书之末。 乾隆钦定《诗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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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则如其《周易述义》，直接串讲诗文，不主朱熹而主汉儒，四库馆臣云：

伏读御制《七十二候诗》中《虹始见》一篇，有“晦翁旧解我疑生”句。 句下御注于《诗集传》
所释 之义，详为辨证。 并于所释《郑风》诸篇概作淫诗者，亦根据毛郑，订正其讹。 反覆一二

百言，益足见圣圣相承，心源如一。 是以诸臣恭承彝训，编校是书，分章多准康成，征事率从《小

序》。 使孔门大义，上溯渊源。 卜氏旧传，远承端绪。①

显然乾隆钦定之《诗义折中》已经开始批评朱熹，并且依据《诗序》解诗，重回汉儒旧轨，这与康熙

时的学术理念已经大相径庭。
康熙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于春秋经文之后分列《春秋三传》内容，“俯念士子，久诵胡《传》，难以

骤更，仍缀于三《传》之末，而指授儒臣，详为考证，凡其中有乖经义者，一一驳正，多所刊除”，②虽然

宋代胡安国《春秋传》不尽如人意，但是康熙还是囿于士习将其列于《春秋三传》之后，然后同样列“集
说”以汇集众人解说。 乾隆对于强调“华夷之辨”的胡安国本来就非常不满，甚至曾称其为“胡说”。③
因此，其御纂《春秋直解》删弃胡安国《春秋传》，亦不分列《春秋三传》，解经“斟酌情理” “融会精

要”，④一如其《周易述义》和《诗义折中》。
如此看来，相比于康熙，乾隆御纂诸经疏义，其共同特点都在于反驳“宋学”、回归“汉学”；其解经

方式不以“集解”为重，而以融贯串讲为主。 如果说康熙时的御纂诸经疏义其目的在于继承儒家经学

传统并确立以宋学为主体同时兼采汉学的经学宗旨，那么乾隆时的御纂诸经疏义其目的则在于借汉

学回归经书本体从而树立清朝自己的经学体系并借此创造新的经学传统。

二、乾隆朝新译满汉合璧《五经》的学术主张

以上所述，是我们考察汉文典籍所得出的结论。 然而，为一般学者所忽视的是，在乾隆时期，用新

满语重新翻译了儒家的《四书》《五经》，并且用满汉合璧的方式刊刻行世。 在翻译《五经》的过程中，
乾隆所展现出来的学术取向与我们通过汉文典籍所了解的似乎有所不同。

《四库全书总目》的《五经总义类》著录有《钦定翻译五经五十八卷四书二十九卷》，提要云：

乾隆二十年初，钦定翻译《四书》，续翻译《易》 《书》 《诗》三经，续又翻译《春秋》 《礼记》二

经。 至乾隆四十七年，而圣贤典籍释以国书者，灿然备焉。
案郑樵《通志·七音略》曰：“宣尼之书，自中国而东则朝鲜，西则凉夏，南则交阯，北则朔易，皆

吾故封也。 故封之外，其书不通。 何瞿昙之书能入诸夏，而宣尼之书不能至跋提河，声音之道有障

碍耳。”其说良是，然文字之声音，越数郡而或不同；文字之义理，则纵而引之，千古上下无所异；横而

推之，四海内外无所异；苟能宣其意旨，通以语言，自有契若符节者，又何声音之能障碍乎哉……
我国家肇兴东土，创作十二字头，贯一切音；复御定《清文鉴》，联字成语，括一切义，精微巧

妙，实小学家所未有。 故六书之形声训诂，皆可比类以通之。
而列圣以来，表章经学，天下从风，莫不研究微言，讲求古义，尤非前代之所及。 故先译《四

书》，示初学之津梁。 至于《五经》，《易》则略象数之迹，示其吉凶；《书》则疏佶屈之词，归于显

易；《诗》则曲摹其咏叹，而句外之寄托可想；《春秋》则细核其异同，而一字之劝惩毕见；《礼记》
则名物度数，考订必详，精理名言，推求必当，尤足破讲家之聚讼。

盖先儒之诂经，多株守其文，故拘泥而鲜通。 此编之诂经，则疏通其意，故明白而无误。 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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笺传之名，不用注疏之体，而唇吻轻重之间，自然契删述之微旨，厥有由矣。 学者守是一编，或因

经义以通国书，而同文之圣化被于四方；或因国书以通经义，而明道之遗编彰于万世。 其有裨于

文教，均为至大。 虽尧帝之文章，尼山之删定，又何以加于兹哉！①

这段提要，关涉众多信息，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从乾隆二十年至四十七年，在近三十年间，乾隆钦定用新满语重新翻译了《四书》《五经》。

根据《国家图书馆藏满汉文合璧古籍珍本丛书》所影印的满汉合璧《四书》 《五经》书前乾隆的序言，
则《四书》成于乾隆二十年，《尚书》成于乾隆二十五年，《周易》成于乾隆三十年，《诗经》成于乾隆三

十三年，《礼记》成于乾隆四十八年，《春秋》成于乾隆四十九年。②
第二，针对南宋学者郑樵所提出的因为语言的障碍，所以导致佛教典籍可以进入中国，而儒家典籍

难以在域外传播的问题，清代学者非常自豪地提出只要能够将儒家典籍中的义理正确翻译，语言的障碍

就不能阻挡儒家典籍的传播，而随着清朝国力的张大，新满语能够成为儒家典籍传播的可靠工具。
第三，《四书》《五经》的翻译不仅展现了学习儒家思想的进学次第，更重要的是通过翻译，起到了

解经的效果，这无异于在千百年来儒家学者各种经注体系之外别创一体，而且相对于传统经注的烦琐

庞杂，翻译解经更趋简易和准确，有利于解决历来争论不已的难题。
第四，满汉合璧《四书》《五经》有利于汉族学者学习满文，也有利于满族学者学习儒学，更重要的

是，这有利于“明道之遗编彰于万世”“同文之圣化被于四方”。 马子木、乌云毕力格在《“同文之治”：
清朝多语文政治文化的构拟与实践》一文中曾经对清朝的“同文之治”进行了深入探讨，该文将台湾

学者林士铉所认为的“文教”意义上的“同文”推进到“治道”层面，非常精辟地指出乾隆帝将“同文”
这一传统概念成功改造成了多语文政治体系中的“大一统”概念。③ 从经学的角度来看，同样也可以

印证这一说法。 满汉合璧《四书》《五经》，其中包含着纵贯中国历史的儒家义理，这些义理即是抽象

的“同文”，若实现真正的具体的“同文”，则必须克服郑樵所谓的语言障碍，也就是说必须通过翻译成

为“殊语”，这样“同文殊语”这一貌似矛盾的概念因为形上形下的区分而得到了统一，由于满语作为

拼音文字具有汉字所不擅长的拼读特点同时又与其他拼音文字具有相近的语言形式，因此满语就成

为“同文”和“殊语”之间最主要的桥梁，由于清朝国力的张大，满语也更成为“同文之圣化被于四方”
最主要的载体。 《四库全书总目》的“小学类二”专门收录古今字书，而乾隆御定《清文鉴》（及《补编》
《总纲》《补总纲》）、《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西域同文志》等以满语为枢纽、罗列不同语言

以咨比较学习的书名列其中；“小学类三”专门收录古今韵书，而康熙钦定《音韵阐微》、乾隆钦定《同
文韵统》和《音韵述微》等利用满语拼读讨论声韵的书也收列其中。④ 小学自古以来为经学之附庸、
通经之津梁，四库馆臣将满语乃至西域其他语言类书籍收录其中，当然也隐含了用满语来通经的意

图。 在上所引提要的末尾，满汉合璧《四书》《五经》被当作可与“尧帝之文章”“尼山之删定”相并列

的伟大功绩。 “尧帝之文章”指《尚书·尧典》，这是儒家经学系统的开端；“尼山之删定”指孔子整理

群经，这是儒家经学系统的确立；而满汉合璧《四书》《五经》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整系统地儒家

经典翻译，这将成为儒家思想向汉语世界之外传播的开始，从这一角度来看，乾隆的“同文之治”，不
仅仅是一个封闭的“大一统”系统，它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是一个开放的“天下”系统，这其中蕴含着

圣人再世、儒学广被的政统、道统、学统的归一与拓进。
仔细考察乾隆时期新译满汉合璧《五经》，我们会发现其《周易》用朱熹《周易本义》本，《尚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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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三《经部·五经总义类》，第 ２７５ 页上栏至中栏。
全桂花、朱志美、萨仁高娃主编，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国家图书馆藏满汉文合璧古籍珍本丛书》（全 ２５ 册），北
京：学苑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
马子木、乌云毕力格：《“同文之治”：清朝多语文政治文化的构拟与实践》，《民族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一《经部·小学类二》，第 ３５５ 页下栏，第 ３５６ 页下栏；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
二《经部·小学类三》，第 ３６５ 页下栏，第 ３６７ 页中栏。



蔡沈《书集传》本，《诗经》用朱熹《诗集传》本，《礼记》中不录《中庸》《大学》，《春秋》则并列三《传》。
乾隆新译《五经》均为二十五年之后所作，此时御纂诸经疏义皆已完成，然而新译《五经》中《易》《书》
《诗》皆用“宋学”范本，与其御纂诸经疏义批驳“宋学”、回归“汉学”大相径庭；《礼记》不录《中庸》
《大学》，与其钦定《礼记义疏》保存经典原貌的宗旨不相符合；①《春秋》并列三《传》，亦与其御纂《春
秋直解》不列三《传》、贯通解说不相符合。 徐莉在《清代满文〈诗经〉译本及其流传》一文中举出中国

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朝满汉合璧《诗经》翻译稿本的一个修改例子：《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棸
子内史”句有天头黄签，签上云：“谨查，《诗经传说汇纂》内史掌王八柄之法，今照此义拟翻作 ｄｏｒｇｉ
ｋｏｏｌｉｎｇｇａ ｈａｆａｎ，是否允协，伏侯训定。”据此例，似乎翻译《诗经》时参考的是康熙钦定的《诗经传说汇

纂》而非乾隆钦定的《诗义折中》。②
乾隆在《御制翻译易经序》中说：

治经者，自有不求甚解之弊，而后曲解得缘而中之，汉文类然，译以国书则异是。 汉文于六籍

成言，假借承用，不必深谙其意，亦可率摭其辞……驯致注疏明而经指晦……若国书，推阐精覈，
近自片言只句，靡弗虚实揣称，灼见渊源，迄乎成章，惟循本文雒诵一过，不注不疏，底蕴轩豁呈

露，则又诸经类然，而周易益显。③

为了凸显满文翻译的长处，乾隆对于汉文注疏进行了批评，并且指出汉语词汇的丰富含义和复杂

历史导致了经书的意义难明，相比较而言，满语则简单直截，有利于直接表达经义。 崇满抑汉，作为满

译经书的序言自然在所难免，然而乾隆最终用以判定满语和汉语长短的依据则是表达儒家经典的准

确性，其旨归终无所逃于经学义理作为“同文”之核心内容。
他在《御制翻译诗经序》中说：

在昔注疏之学，将以明经，而卒以晦经，其弊有二：一曰训诂，虫鱼必笺，草木必谱，掇拾饾饤，
有味莫知。 甚者，以文言比附俚语，而声吻弗肖，毫厘千里者有之。 一曰穿凿，不知其人，而必求

其人；不知其事，而必实以事。 烛笼添骨，益障其明。 甚者，臆解不能，则博征曲解，而害辞害意，
至不可复解者有之。

若夫译以国书，文依本文，义依本义，不待钩章棘句，领胜标奇，而 绎循环，俾读者无不饫心

切理，更举夫文之所未宣、义之所难显，皆得于抑扬抗坠间，嘿传其有尽无穷之情状。 然后知此编

之所裨于诗教。④

乾隆在序言中表达出对于儒家学者传统注疏之学的反感，他认为训诂破坏了经文的意趣，穿凿考

证则导致经文难以索解。 这些观念，虽然与序文的自我标榜有关，但是也明显看出与前引《四库提

要》凡例第十二则恰同水火，与强调小学、推崇考证的乾嘉学风也正相反背。
乾隆在《御制翻译礼记序》中说：“顾注疏家篇帙浩繁，讲诵者经年累月莫能殚究，国书翻译，则

文因本文，义因本义，不疏不注……”他在《御制翻译春秋序》中也说：“国书推阐精覈，片言只义，
虚实揣称，不注不疏，惟就经文义理抑扬高下，纯顺自然，而于圣人公是公非之旨轩豁呈露，昭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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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礼记义疏》提要云：“其《中庸》《大学》二篇，陈澔《集说》以朱子编入《四书》，遂删除不载，殊为妄削古经。
今仍录全文，以存旧本。 惟章句改从朱子，不立异同，以消门户之争。”见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二一《经部·
礼类三》，第 １７２ 页中栏。
徐莉：《清代满文〈诗经〉译本及其流传》，《民族翻译》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
全桂花、朱志美、萨仁高娃主编，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国家图书馆藏满汉文合璧古籍珍本丛书》第 １ 册，第 １—
５ 页。
全桂花、朱志美、萨仁高娃主编，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国家图书馆藏满汉文合璧古籍珍本丛书》第 ３ 册，第 ７—
１１ 页。



日月之明也。”①显然，乾隆所推崇的解经方式，是通过涵咏本文，从而体会其本义，然后用直截了当的方

式进行说明，这与朱熹所提倡的“一切莫问，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的读书方式毫无二致。
从满译的文本来看，其采纳“宋学”的特点也比较明显。 比如《诗经·关雎》 “窈窕淑女，君子好

逑”一句，满文译为“ Ｆｕｊｕｒｕｎｇｇａ ａｍｂａｌｉｎｇｇū ｍｅｒｇｅｎ ｓａｒｇａｎ ｊｕｉ， ａｍｂａｓａ ｓａｉｓａ ｉ ｓａｉｎ ｈｏｌｂｏｎ ｏｍｂｉ”，②
“ｈｏｌｂｏｎ ｏｍｂｉ”是成亲、结亲的意思，这与朱熹《诗集传》中将“窈窕淑女”释为“文王之妃大姒”，将“君
子”释为“文王”，将此句释为“此窈窕之淑女，岂非君子之善匹乎”相合，③而与郑玄注不同。 又如《诗
经·考槃》 “考槃在涧，硕人之宽”一句，满文译为“ ａｌｉｎ ｈｏｌｏ ｄｅ ｆｉｌａ ｔｏｋｓｉｒｅｎｇｇｅ，ｓａｉｓａ ｎｉｙａｌｍａｉ ｓｕｌｆａ
ｋａｉ”，④“考槃”被译为“敲打盘子” （“ ｆｉｌａ ｔｏｋｓｉｒｅｎｇｇｅ”），这与朱熹《诗集传》所引陈氏曰：“考，扣也；
槃，器名。 盖扣之以节歌，如鼓盆拊缶之为乐也”相合，而与《毛传》“考，成；槃，乐也”不同；“宽”被译

为“舒适”（“ｓｕｌｆａ ｋａｉ”），与朱熹《诗集传》注“硕大宽广无戚戚之意”相合，而与《郑笺》 “宽然有虚乏

之色”不同。⑤此外，《大学》“在亲民”一句，满译为“ｉｒｇｅｎ ｂｅ ｉｃｅｍｌｅｒｅ ｄｅ ｂｉ”，⑥“ｉｃｅｍｌｅｒｅ”为更新之义，
这显然是采纳了朱熹《大学章句》中的解释。⑦

以此来看，在满文译本中，乾隆并不推崇“汉学”，反而是“宋学”的支持者了。

三、满、汉语儒家经典中不同学术主张所体现出的“同文之治”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乾隆时期新译满汉合璧《五经》与御纂诸经疏义所展现出来的貌似截然相反

的学术取向呢？ 我想，我们还是可以用“同文之治”的概念做一些解释。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所载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上谕中有“千古同文之盛”的提法。⑧ 此时

距满清入关已经一百三十余年。 乾隆通过“稽古右文”所开创的“同文之治”正在走向高峰。 “同文”
的核心价值观为儒家义理，然而对于“殊语”的不同族群，“同文”所面对的问题并不一致。 对于有着

两千年经学传统的汉族学者来说，儒家义理面对的是如何在两汉以后“学凡六变”的厚重历史背景下

突破藩篱，就如同《四库提要·经部总叙》中所云：

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 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

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 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

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 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 今参稽众说，务取持平，各明

去取之故。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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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馆臣将两千年的儒学发展化约为汉宋之争，康熙御纂诸经疏义虽然汇集众说，但是毕竟沿袭旧

规以宋儒说经为骨干；而乾隆对宋人经说多有不满，黜去宋儒说经规模，相比较而言当然就显得推崇汉

学了。 但是如上所云，乾隆并未采取康熙所用的“集解”体，也并未采用常见的注疏体，而是采用融汇诸

说的方式，串讲经文义理，这实际上与其主导翻译《五经》用新满语直接解释经义的方式是一致的。
对于刚入关开始接受儒家文化的满洲部众来说，儒家义理面对的是如何克服语言障碍将含义明

确无误地传达给“殊语”族群。 因此，翻译就成为必须的工作，而翻译的对象当然会选取经文本身，而
对经文的翻译则无异于一种解经的过程。 《四库提要·经部总叙》开篇即云：

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①

这当然是尊经的套话。 但是乾隆主持新译《四书》《五经》，对于满语族群来说，其所读到的儒家

经典岂不是经过乾隆的“圣裁”和“删定”了么？ 这样一来，儒家经典如同出自乾隆之口，乾隆也成为

了满洲经学之圣人。 因此才有了《钦定翻译五经四书提要》中将新译《四书》《五经》的功绩与尧帝和

孔子相并列的说法。
在翻译《四书》《五经》的过程中，既然以经书本体为主，无关后世汗牛充栋之注疏以及纷繁复杂

之学术史争论，自然朱熹的“涵咏本文”方法以及宋人的简易经注会更加实用。 乾隆在《御制翻译诸

经的序言》中反复提到“不注不疏”，这实际上也是标榜“翻译”成为一种新的解经模式。
在“同文之治”的语境下，乾隆不仅成为“稽古右文”的“圣君”，同时还是“同文圣化”的“圣人”。

以满洲入主中原的清朝，为了保持其满语的“国语”性质，其所提倡的“同文”从一开始就与“殊语”是
不可分割的。 乾隆帝顺利地将“殊语”转变为政统、道统、学统的合一。 而其所强调的“同文”则主张

回归儒家经典、发掘经文义理，这无疑是继宋代以后再一次经学回归本体的学术建构。
通过翻译经书，乾隆成为了清帝国广大疆域下非汉语部族的“圣人”，然而面对着经学传统的所

有者———众多讲汉语的学者和民众，乾隆如何才能实现真正的一统呢？ 显然必须再次回归经典，惟其

如此，才能实现“圣圣相承，心源如一”。② 然而，宋人已经通过疑经辨伪、重注经书完成了一次回归。
到清代，为了在宋人开创的经学系统内突破藩篱、重新树立，乾隆选择了训诂和考证（参见上所引《四
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第十二则），这一方法不仅是汉代古文经学之故技，也是重新解读经文的重

要工具，更是翻译经文、说明义理所必须的手段。 然则，《四库提要》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崇汉抑宋之

倾向，无不以回归经典为目标，而这无疑成为乾嘉考据学之精神特质。
作为一个多民族、多语文的庞大帝国，清代的“同文”超越了“书同文字”的单一语言政策，《四库

提要》中反复出现的“同文之盛”，其核心内容已经变成天下共奉儒家经学为国家理念，而这一理念可

以借助翻译无远弗届。 面对满洲部众，乾隆的翻译是开创传统；面对汉族人民，乾隆的考据是接续传

统；无论如何，其最终目标在于对经典的回归并掌握其诠释的话语权，从而最终实现天下政统、道统、
学统的一统，而这一概念也正是来自于儒家的经典。

作为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到清代中期所形成的重要学术流派与学术思潮，乾嘉考据学当然有其内

在的发展理路。③ 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忽视从康熙到乾隆“稽古右文”所起到的作用，以及乾隆“同文

之治”的影响。

（责任编辑：元　 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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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洋：天下同文：乾隆朝新译满汉合璧《五经》的学术史意义

①
②
③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易类一》，第 １ 页上栏。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经部·诗类二》，第 １３１ 页上栏。
可参考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增订本）》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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